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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扯断腰带的卡巴科夫 � 

就好像美国人在拥抱索尔仁尼琴时,只能在他对美国无情的辱骂声中掩住自己的耳朵一

样,卡巴科夫也是一个被当代艺术史无限误读的怪物。当然,不一样的是,卡巴科夫比索尔仁尼

琴所显露的民族主义更狡黠、也更加深刻。他的作品扑面而来的理想与超验主义的气息都

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归类法则,从而使得当下美式的泛政治化的解读变得越发困难。于是,

评论家与策展人们就必须扯断卡巴科夫的腰带,让艺术家原本就不打算谈论的那些问题,强

行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误导着观众来理解卡巴科夫所表达的伟大理念。 � 

是时候扔掉我们长年叼着的意识形态奶嘴了——如何超越简单对立的陈词滥调,并接

续中国社会主义自己的艺术传统,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卡巴科夫在上海艺术博物

馆(PSA)的本次展览,正好为我们在艺术史中重新梳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列宁的社会主义

之间的差别做出了重要铺垫,也为更深入地理解20世纪观念艺术的诞生史提供了做出回应

的可能。 �   � 

两个卡巴科夫 �   � 

在当前国际当代艺术界对卡巴科夫的解释中,存在着两个卡巴科夫的形象——一个是

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流亡者”的卡巴科夫,努力在作品中揭示苏联的恶劣,揭示布尔什维克的

丑恶嘴脸;一个则是作为“当代装置艺术鼻祖大师”的卡巴科夫,不断探索着艺术的形式,充满

感性和幻想地在作品之中呈现了一个个理想家园与乌托邦。于是,在这两种混搭的解释之中,

评论者们开始玩起了排列组合——要么是布尔什维克的丑陋催生了卡巴耶夫纯净的乌托邦

理想,要么是他对乌托邦形式的研究让他急于逃离苏俄的恶劣环境。卡巴科夫的作品也因此

被分为了两半, �  一半以《一个从宿舍飞向天空的人》为代表,被认为是艺术家对逃离苏维埃

的表达;另一半则以本次来展的《理想之城》为代表,被认为是艺术家对理想国的眷恋。 �   � 

这两种解释都是荒诞不经的。伊米莉亚·∙卡巴科夫曾经十分明确地反对这些误解:“人们

一听见‘卡巴科夫’这个名字就会联想到‘厕所’ �  或者‘公社宿舍’......他们以为全都是

跟苏维埃俄罗斯有关的。其实不是,文化、哲学、文学、艺术史,这些也都是脱不开的。”因

此,误读的问题并未出于卡巴科夫的创作,而是出自那些带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来观看“乌托

邦”、观看卡巴科夫作品的人。以美国意识形态为标准的现代主义以来的艺术史写作,始终

在强调艺术的自由特征。但问题是,艺术内在的“自由创作”在这种艺术史逻辑中被简单化、

被贬低为艺术家的“人身自由”。这种对自由概念的歪曲与误读,重新导致了一种新的不自

由——被政治正确绑架的“思想自由的困境”。 �   �   � 

卡巴科夫曾对《一个从宿舍飞向天空的人》做出以下的自我解释：他曾是一个被梦境



                    二等奖（中文类）作品 （作者：张未）	
  

所困扰的人,总是梦见自己孤独地飞向天空。他要以其所有的可能去实现这个梦境——这是

他的“宏伟计划”。根据房间中这个居住者的想法,天际间充满了各种一直向上的能量流。

他的计划就是要去捕捉这些能量流,并利用它们飞出去。 �   � 

因此,这个“宏伟计划”事实上是一次用蜡粘起翅膀般的“伊卡洛斯式”伟大壮举。对

这一计划的追溯,可以从艺术家在苏联从事儿童绘画工作谈起,但更多的是艺术家对人类奔

向天空之梦及奔向宇宙之梦的表达。其精致之处在于,他并未使用那些外在于他生活的事物

来帮助自己超越人类的限制,因而更加壮烈,也注定了他最终如伊卡洛斯一般坠入大地。 �   � 

《理想之城》事实上并非是一次用艺术手段来设计其内心的乌托邦, �  而是对全人类的命

运进行一种后乌托邦式的探讨。但由于当代艺术领域内“思想自由的困境”,对乌托邦本身

的意识形态歪曲,不但加重削弱了艺术作品的原有力量,还反过来捧出了那种简单对立的“是

非政治”判断 �  ——只要站好了队伍,作品似乎就具有了某种价值。艺术的评判标准由此从

胯骨滑落到了膝盖,让人不忍直视。 �   � 

乌托邦的卡巴科夫 �   � 

当然,如果我们强行认为卡巴科夫并未探讨苏联的日常生活,那也是极其愚蠢的说法。对

于这一点,卡巴科夫自己的回应是,他在用现实进行创作,“最平凡无华的现实,用我们的局部

现实,用苏联的现实”。 �  如果有人认为他用现实进行创作而表达的依旧是现实的话,那只是

将卡巴科夫视为苏联的纪录片拍摄者而已。意识形态的简单化处理,让我们不得不站好队伍,

高喊着自由的口号,让自己处在政治正确的位置上。 �  政治正确并没有错,但蜷缩在,尤其是强

行让别人蜷缩在意识形态安全网之中的懦弱行为,恰恰让我们忽视了日常生活中极为精彩的

部分。 �   � 

《绝不抛弃任何东西的男人》事实上指向的是一个十分清晰的主题, �  那就是关于人的生

存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个主题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考之一,就是关于人在脱离了物之后就

彻底丧失了自我存在的可能性——恩格斯也就此构筑了一套宏大的唯物主义历史进化论。

无产阶级运动这一概念,恰恰是对这种尴尬境地的回应——物质的生产就是关于人的本质

的斗争,物质的延伸与弥散就是关于人在世界之中蔓延的哲学。 �  这是一切共产主义运动逻辑

的起源,同时也是苏联,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 �   � 

但是,这个作品绝不是关于某种社会主义口号的简单陈述。作品中的纸片上所描述的,

都是关于某物的日常争吵、嬉闹。这与他在 �  1982 �  年的绘画《尼古拉斯•伊凡诺维奇•柯文:

壶全脏了》之中所试图表达的一样。由于居住环境的逼仄,人们不得不将自己所有的物品都

贴上标签, �  以免误拿或乱用。任何一个拥有中国集体宿舍或筒子楼经验的人都会对这种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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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一笑。换而言之,当物成为人之延伸的重要事物,那么物与物的拥挤就是人与人的拥挤;

物的耗尽与浪费,物的利用与废弃,都是关于人的生存及其废弃的表现。 � 

当代艺术界对卡巴科夫的“误读是刻意的”。美国麦卡锡主义自二战结束开始就持续

地对社会主义者进行清理。这种清理不仅伴随着欧洲一批左派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在美国失

声,还伴随着以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极简艺术、观念艺术为核心的当代艺术在美国精

神内部的成型。当代艺术史的书写有意将超现实主义者、美国包豪斯、黑山学院与波洛克

早年的社会主义倾向抹去,将其扭转为欧洲知识分子在美国自由精神的引导下所诞生的某种

“国际主义风格”。 �   � 

因而以卡巴科夫为代表的由80年代进入美国的俄罗斯观念艺术家, �  在这种解读之中都

被赋予了双重任务——一方面他们需要成为反对苏共意识形态的流亡者,另一方面则要让

他们承认自己是美国观念艺术在俄罗斯的传人。关于前者,显而易见的是,卡巴科夫在苏联是

官方艺术家协会的会员;关于后者,卡巴科夫则将自己陈述为马列维奇的传人。 �   � 

正是在这样的主题下,卡巴科夫才反复探讨着“门”的意象。门, �  作为开启与穿越的象

征,始终引导着人们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但在《理想之城》中的这个神圣之门,并非象

征连接着俄国与美国的“自由之门”。它仅仅孤独地存在于空间的核心。从一端穿越到另

一端,什么都没有改变。具有神圣意义仅仅是穿越本身,人在诗意之中穿越着，超越着自身。 �   � 

后乌托邦的卡巴科夫 �   � 

在1987年的一次访谈中,卡巴科夫清晰地告诉来访者,他的作品是在“反映后乌托邦世界

的人类、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生存状态是我们的任务。”后乌托邦,它既不是乌托邦,亦不是反

乌托邦。它指涉了一种时间的特征,可以表示乌托邦之后的状态,亦可以表示在乌托邦的演化

过程中进入了后段。这是一个十分中性的评价。它既未曾带有情绪地向我们昭示乌托邦的

美丽或邪恶,也未曾向我们指明乌托邦的组成方式。恰恰与这些想法不同的是,后乌托邦意味

着超越性,意味着在经历了诸多苦难与考验之后,人类所走入的某种境地。 � 

卡巴科夫的作品事实上具有一种剧场式的效果——这和他所自我定义的“总体艺术”

是直接相关的。如同在《我的生活之舟》所表现的那样,作品首先为观看者搭建了一座剧场,

但这座剧场并非与他最出名的作品《厕所》一样,让人生活在肮脏与污秽之中。而是恰恰相

反,逼仄的日常生活在这里被描述为一次航行,一次永久的航行。人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漂泊,

无所适从,永不下船。 �   � 

如果说《厕所》是 �  1992 �  年卡塞尔文献展将卡巴科夫所谈论的“进食与排泄”主题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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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成攻击苏俄政治的话,那么《我的生活之舟》就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简单粗暴的解读的一次

回应。卡巴科夫谈到这件作品时强调,“在本质上,这件作品是以装置形式来呈现我的生活以

及我的故事”。 �  在这个故事中,船并未驶向古拉格群岛,而是在讲述、表现、上演着艺术家

乃至人类的生活。 �   � 

卡巴科夫的《理想之城》则延续了对西方艺术“纪念碑性”的探讨。尽管大量作品都

看似是以巴别塔的形式为原型而设计的,但这一设计最终在《理想之城:空的美术馆》之中得

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美术馆的纪念性,并非是由作品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一个个人为制造的光

束而生成。永恒的只有空间、色彩,以及由光晕所制造而成的另一个空间——这便是后乌托

邦之为“后”的含义。 �   � 

换而言之,这恰恰是卡巴科夫声称的总体艺术所试图传达的信号。它所关注的恰恰不是

一时一地的相对主义文化,而是人类所共有的生存状态。当艺术家在一个场域与空间之中调

用起所有的媒介,当所有媒介形成一个剧场,就在众声喧哗的那一刻,陡然降临不是沉迷或迷

失,而是一声旷野中的叹息。 �   � 

飞翔与穿越、纪念与仰望、废弃与复活,这几个艺术的母题,并用工程设计的方法来实现

这些母题,都始终贯穿在卡巴科夫的创作之中。 �  但同时,这些社会命题也是俄国早期社会主

义、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理想,也最终成为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乃至当前俄国政治

的宿命。而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些理想创造了当代艺术。在俄国哲学家费奥多罗夫那里,卡巴

科夫的作品才拥有了完整的意义,而这一意义,也只能在早期社会主义理想的回声中,才能一

窥其中的究竟。 �   � 

 � 


